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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学方法，就其概念内涵和史学家个性而言，都是复杂的学术体系。

郭沫若的史学方法也不例外，它涉及思想路径、技术手段、独特视角等方
面。本文拟就郭沫若的史学方法展开讨论，不妥之处敬请方家宽宥。

一 治史的思想路径

历史学存在着思想路径问题，对此，郭沫若非常清醒，他说: “研究
历史，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，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。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
史观点非常必要，这是先决问题。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，假使没有丰富
的正确的材料，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，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。”① 他在
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的 “解题”中说: “大概的路径自信是没有错误。”②

他所说的 “路径”，简言之则是 “援哲学御史实”“由小学入史学”。

( 一) 援哲学御史实

以恩格斯 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论中国原始社会史。郭沫若
明言 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: “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 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
家的起源》的续篇。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，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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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印第安人、欧洲的希腊、罗马之外，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
的古代。恩格斯的著作中国近来已有翻译，这于本书的了解上，乃至在
‘国故’的了解上，都是莫大的帮助。”①

的确，郭沫若关于中国原始社会的论述，其思路援自摩尔根 《古代社
会》和恩格斯 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; 不过，却使用中国文献和
民族材料。其中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，就很典型。原始人只知有母而
不知有父，这是摩尔根、恩格斯提出的，可是郭沫若使用的材料则是 《吕
氏春秋·恃君览》上的: “昔太古尝无君矣，其民聚生群处，知母不知父，

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。”“彭那鲁亚”婚姻，这是摩尔根和恩格斯总结
出来的，郭沫若依据 《尔雅》上 “两婿相谓为亚”，又称 “亚血族群婚”。

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过渡的观点，被郭沫若继承，不过材料是中

国文献关于殷代的记载，王位继承上 “兄终弟及”，殷墟书契记载的尊崇
先妣、多父多母，其结论是: “商代尚未十分脱离母系中心社会，‘彭那鲁
亚家族’还有孑遗。”②

据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社会发展的理论，划分中国社会史阶段，分

析古代社会结构。在 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的 《导论》中，郭沫若论述
春秋以后中国发展大势，使用的就是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社会发展的理

论③。到了 1972 年，他写 《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》，作为 《奴隶制时
代》的 《代序》，开篇道: “中国社会的发展，曾经经历了原始公社、奴
隶制和封建制，和马克思主义所划分的社会发展阶段完全符合。”④ 《中
国古代社会研究》第一章 《〈周易〉时代的社会生活》，先述 “生活的基
础”，包括渔猎、畜牧、商旅、耕种; 次述 “社会结构”，包括家族关
系、政治组织、行政事项、阶级; 再述 “精神的生产”，包括宗教、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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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、思想。这显然是按照经济基础、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样的社会结

构而展开的，只是其依据 《易经》和 《易传》中的材料，参以 《诗》

《书》得出结论: 原始公社制变为奴隶制在殷周之际，而奴隶制变成封建

制在东周以后。

( 二) 由小学入史学

郭沫若认为，“所有中国的社会史料，特别是关于封建制度以前的古

代，大抵为历来御用学者所湮没，改造，曲解”，主张 “应该用近代的科

学方法来及早疗治”①。这个近代的科学方法，在他看来就是王国维的方

法，他说: “王国维，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”，“大抵在目前欲论中

国的古学，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，我们是不能不以罗、王二家之业绩为

其出发点了”②。

类似的断语，又见于 《十批判书》中的 《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》，

“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，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

出来，使 《史记·殷本纪》和 《帝王世纪》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

证，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。……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，

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，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。”③

问题是，郭沫若与罗王二家当有区别。他自述道: “我们现在也一样

地来研究甲骨，一样地来研究卜辞，但我们的目标却稍稍有点区别。我们

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，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———阶

级的粉饰。……得见甲骨文字以后，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灿然如在目前。

得见甲骨文字以后，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中的各种社会机构和意识才得到了

它们的泉源，其为后人所粉饰或伪托者，都如拨云雾而见青天。我认定古

物学的研究在我们也是必要的一种课程，所以我现在即就诸家所已拓印之

卜辞，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古代。”④

无论如何，就研究古代社会的史料而言，郭沫若除了使用传世的先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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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献外，其他则主要就是使用甲骨文和金文了。例如，他通过释 “臣”
“宰”“众”等甲骨文的小学功夫，从而确定殷代生产者的奴隶身份，再
通过商王墓大规模人殉的考古资料，最后得出殷代是奴隶社会的结论。他
对于殷代社会的判断主要是建立在甲骨文所包含的史实基础上的。他研究
周代历史则使用周代铭文，具体下文将予揭示。

二 治史的技术手段

1954 年，郭沫若反思其 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说: “地下发掘出的材
料每每是决定问题的关键。”①其实早在 1942 年 8 月，郭沫若作 《论古代社
会》，其中明言: “我们根据真实的史料，———甲骨文，金文，再参加旧有
的文献，斟酌损益，然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，才有基础，才能迈步前进。”②

这里所谓以甲骨文、金文，参照旧有文献，其实就是王国维在 《古史新证》

所提的 “两重证据法”的另一种表述。可是，他还使用彝族的民族学材料，

论述古代问题，如果把这一重计入，这其实就是三重证据法了。

( 一) 以甲骨文印证文献研究殷代史

1952 年 2 月 17 日，郭沫若写 《奴隶制时代》，“在卜辞的研究上，王
国维是有很大的贡献的，经过他的细心的阐发，不仅许多文字得到考释，

并使 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中所载殷代王室的世系也几乎全部得到了证明”③。

其实，关于殷代历史研究，他自己也是走的这个路子。他 《卜辞中的
古代社会》，就是这一路数的成果，“得见甲骨文字以后，古代社会之真情
实况灿然如在目前。得见甲骨文字以后，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中的各种社会
机构和意识才得到了它们的泉源，其为后人所粉饰或伪托者，都如拨云雾

见青天”④。例如，他依据 《史记·殷本纪》 《商书·盘庚》，判断商民族
在盘庚之前是游牧民族; 他根据 《殷虚书契前编》 《殷虚书契后编》 《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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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藏龟之余》《殷虚书契菁华》等收录的甲骨文，认为甲骨文记载商民族
在盘庚之前的渔猎活动 197 条，其中田猎 186 条，被狩猎的兽类主要有
鹿、狐、羊、马、豕、兔、雉等，偶尔也有虎、象; 狩猎的工具有弓、

矢、犬、马、网、罗、陷阱等。特别是甲骨文 “御”字有服象痕迹，
“狩”字有犬形，他的结论是 “这些都是牧畜发明以后的文字”①。郭沫若
还从甲骨文中发现 9 条牧畜材料，加上罗振玉所释 4 条 “刍牧”材料，认
为 “当时畜牧发达的程度真真可以令人惊愕”②。他又从甲骨文中发现祭祀
用牲种类、数目和方法，并且可能存在牧奴，最后说: “殷代毫无疑问是
畜牧最蕃盛的时期。”③

( 二) 以金文印证文献研究周代史

1929 年 11 月，郭沫若作 《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》，其中道: “自汉
以来历代所出土的殷、周彝器……历来只委之于骨董家的抚摩嗜玩，其杰
出者亦仅仅拘于文字结构之考释汇集而已。然而这些古物正是目前研究中
国古代史的绝好资料，特别是那铭文，那所记录的是当时社会的史实。这
儿没有经过后人的窜改，也还没有甚么牵强附会的疏注的麻烦。我们可以
短刀直入地便看完一个社会的真实相，而且还可借以判明以前的旧史料一

多半都是虚伪。”④

郭沫若引 《诗·大雅·既醉》之文 “君子万年，景命有仆; 其仆维
何，釐尔士女，釐尔士女，从以孙子”，他根据 《齐侯镈》有 “釐仆三百
又五十家”，《克尊》有 “锡白克仆卅夫”，断定 “‘仆’字正是奴隶的本
字”⑤。他根据 《大盂鼎》赐 “庶人”，《大克鼎》《令鼎》《夨令簋》《不
簋》《阳亥彝》 《周公簋》赐 “臣”，《子仲姜镈》此 “民人”的记载，

认为 “‘庶人’或 ‘民人’与臣仆器物了无分别。‘庶人’就是奴隶”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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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) 以民族学材料佐证关于周代的历史

1953 年 10 月 20 日，写 《奴隶制时代》的 《改版书后》，郭沫若论民
族学材料对于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性说: “我们国内的兄弟民族的情况能
够为我们提供很丰富的资料。”①

1935 年 4 月，中国西部科学院 《特刊》第一号刊登 《四川省雷马峨
屏调查记》，扼要叙述了彝族社会的阶级组织与生产方式。1944 年 2 月 17

日郭沫若写 《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》，引用这一民族学材料。材料
表明，彝人地区土地有余时可以买卖。黑彝为彝人领袖，白彝则出力奉养
白彝。汉人入凉山后则被视为牛马，世代做最辛苦之事，还可为彝人所买
卖。郭沫若使用这一材料是要印证奴隶制社会出现土地分割，并不等于是
封建制，他说: “这样的社会是奴隶制，自然毫无问题，然而已经有土田
的分割了! 假使有土田的分割即当认为是封建制，那么彝族社会也可以说

是封建制吗? 这是怎么也说不通的事。”②

新中国对于彝族社会历史的调查，获得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材料。1953

年 10 月 20 日，郭沫若写 《奴隶制时代》的 《改版书后》，引用胡庆钧未
发表的调查报告。根据胡庆钧的调查，凉山彝族中黑彝占百分之五十，不
事生产，为父系氏族集团; 其他为白彝，又分为 “锅庄娃子” “安家”
“曲诺”不同类别。“锅庄娃子”一般为单身奴隶，大都是新被俘虏去的
汉人，可以屠杀，可以买卖; “锅庄娃子”成家后为 “安家”，一样可以
屠杀，可以买卖; “曲诺”相对比较自由，可以有土地，与主人的关系类
似农奴。郭沫若用这一材料为了说明 “西周的社会制度，比起彝族社会的
情形来自然进步得多，但在基本上似乎并没有两样”③。从而印证其西周奴
隶社会说。

三 治史的独特视角

“援哲学御史实”“由小学入史学”，在郭沫若时代，他并不是孤独者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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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三重证据法研究历史，他更不是唯一实施者。可以说，这种治史路径和
技术，是新史学家的共同特征，当然在不同学者那里，具体内容和程度不

尽相同。郭沫若之所以取得辉煌史学成就，除了具有新史学家的上述共同
特征外，还与其独特的视角有密切关系。

( 一) 从镜子中寻真影

从镜子中寻真影，这是郭沫若在 《孔墨的批判》中提出来的方法。孔
子和墨子都是大师，在各自门户内被圣人化，所有关于他们的传说和论著

都不能轻易相信。好在孔墨的思想倾向是相反的，郭沫若提出: “我们最
好从反对派所传的故事与批评中去看出他们相互间的关系。反对派所传的
材料，毫无疑问不会有溢美之词，即使有污蔑溢恶的地方，而在明显相互

间的关系上是断然正确的。因此我采取了这一条路，从反对派的镜子里去
找寻被反对者的真影。”①

具体说来，要认识儒家思想倾向和性质，就要从反对儒家学说的那些

论说中找材料。
第一个反对派的材料是 《墨子·非儒篇》。这篇文献包含三个故事，

都是攻击儒家的。第一个故事是，晏子向秦景公述说孔子以石乞助白胜乱
楚。第二个故事晏子劝齐景公敬见而不问其道，孔子遣子贡劝田常伐吴，
劝越伐吴，三年之内齐、吴国破。第三个故事，孔子做鲁司寇，却帮助季
孙逃离鲁国。第二个反对派的材料是 《庄子·盗跖篇》，其中说 “田成子
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”，透露出孔子与谋乱者之间的密切关系。郭沫若
以为 《非儒篇》《盗跖篇》所述，尽管不少细节与史不合，然而表明孔子
及其后学是支持和袒护乱党的②。

郭沫若 《儒家八派的批判》对于 “子张之儒”的批判，使用的也是这
一方法，虽然他没有明确重申这一提法。第一个反对派的材料来自 《荀
子》。其中 《非十二子篇》骂 “子张之儒”为 “贱儒”; 《儒效篇》骂
“子张之儒”衣冠行为已同于俗人。第二个反对派的材料是 《庄子·盗跖
篇》，其中借子张之口把孔子、墨翟对举，寓言子张和墨翟的接近。郭沫
若以为，子张之儒与墨子 “尽管有些相似，在精神上必然有绝对不能混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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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地方，不然他们应该早就合流了”①。

( 二) 替受委屈的历史人物翻案

郭沫若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，专门文集有 《历史人物》 《李白与杜
甫》; 其他文集中也涉及历史人物，例如 《史学论集》中有 《惠施的性格
与思想》《王阳明礼赞》《替曹操翻案》《关于秦良玉的问题》等。他研究
历史人物，其独特视角就是替受委屈的历史人物翻案。

就历史人物翻案问题，郭沫若说: “王安石是同样受到极大歪曲的历
史人物，他的案是翻过来了。”② “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
实性，替曹操; 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，如殷纣王，如秦

始皇，翻案。”③ 其翻案着眼点有二: 以人民为本位评价历史人物，从国家
统一角度看待历史人物。

以人民为本位评价历史人物。1944 年 9 月 19 日，作 《稷下黄老学派的
批判》，评论《道德经》所表述的愚民思想，提出 “人民本位”问题。郭沫
若说: “这种为政的态度，简直把人民当成玩具。这如是老聃的遗说，可以
说是旧时代的遗孽未除; 如是关尹的发展，那又是对于新时代的统治者效忠

了。不以人民本位的个人主义，必然要发展成为这样的。”④ 1945 年 5 月 5

日，写《十批判书》的《后记———我怎样写〈青铜时代〉和〈十批判书〉》，

明确批评古人的原则“人民本位”，他说: “批评古人，我想一定要同法官
断狱一样，须得十分周详，然后才不致有所冤屈。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断是
非曲直的，我呢是依据道理。道理是什么呢? 便是以人民为本的这种思想。

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，反之便是恶。我之所以比较推崇孔子和孟轲，是因
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是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。荀子已经渐从这种中心
思想脱离，但还没有达到后代儒者那样下流无耻的地步。”⑤

从国家统一角度看待历史人物。1959 年 3 月 21 日，《关于目前历史研究
中的几个问题———答〈新建设〉编辑部问》，明确提出从国家发展上看待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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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人物。他说: “历史是发展的，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，应该以他所处的
历史时代为背景，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，来加以全面的分

析。……根据这样的原则，我认为历史上有不少人物是应该肯定的。但其中
有些人还是受到歪曲，应该替他们翻案。殷纣王、秦始皇和最近正在讨论的
曹操，都是。”特别是殷纣王，“对古代中国的统一，有不小的功劳。提到古
代中国的统一，人们很容易想到秦始皇。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
物，古代中国归于统一是由秦始皇收其果，而却由殷纣王开其端”①。

把人民为本位和国家统一结合起来看待历史人物，最典型者莫过于他

1959 年 3 月 14 日作的 《替曹操翻案》，文中说: “我们评价一位历史人
物，应该从全面来看问题，应该从他的大节上来权其轻重，特别要看他对

于当时的人民有无贡献，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发展、文化的发展有无贡
献。公平地说来，曹操对于当时的人民是有贡献的，不仅有而且大; 对于
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，不仅有而且大。在我看来，曹操在
这些方面的贡献，比起他同时代的人物来是最大的。”② “他能够恢复封建
制度下的生产秩序，把人民从流离失所的情况扭回过来，从历史发展过程

上来说，在当时倒是进步的事业。”③ “曹操生前虽然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
大业，但在他死后不足五十年终于由他所组织起来的力量把中国统一了，

这却是无可动摇的历史事实!”④

( 三) 勤与学界相商榷

郭沫若是颇有个性的学者，许多前辈学者受到其批判。例如，他驳廖
平 《楚辞新解》中的学说⑤，批评梁启超在韩非子思想上的误判⑥，讥章
太炎的为 《道德经》愚民思想的辩护⑦，不同意罗振玉 《令彝考释》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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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点①，质疑王国维 《太史公行年考》②，驳陈独秀 《实庵字说》③，等等。

他还与同年龄段学者展开商榷。例如，与陈寅恪就李白的家世相商
榷④，攻钱穆关于公孙尼子的观点⑤，驳胡适 《读楚辞》对屈原存在的怀
疑⑥，批评董作宾 《新获卜辞写本》的不细致⑦，批评冯友兰关于 《大学》
《学记》和 《中庸》的判断⑧，不同意翦伯赞对墨子的赞扬⑨，不完全赞同
侯外庐关于屈原的看法瑏瑠，与范文澜商讨周代社会性质瑏瑡，与郭宝钧商榷殷

周殉人史实瑏瑢，与嵇文甫讨论中国古代社会早熟性瑏瑣，等等。

他又跟年轻点的学者进行讨论。例如，反对王昆仑关于曹操的观点瑏瑤，

与日知论汉代政权的本质瑏瑥，与王毓铨辩 “奴隶”与 “农奴”瑏瑦，等等。

他的这些活动，促进其中国古史研究的进步。例如，关于周代社会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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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，王毓铨在 1951 年 《新建设》4 卷 5 期上发表 《周代不是奴隶社会》，

介绍了古代斯巴达的 “黑劳士”，并认为是农奴，类似周代的农民，以驳

斥郭沫若周代是奴隶制的说法。1951 年 7 月 8 日，郭沫若写 《关于奴隶与

农奴的纠葛》，与王毓铨展开辩论。郭沫若承认，“王先生这篇文章对我是

有好处的，多谢他把斯巴达的农业奴隶 ‘黑劳士’的性质比较详细地介绍

了些出来。因为它和周代的农民的相似，这正是我想更多地知道一点的东

西”①。之前，范文澜于 1951 年 《新建设》4 卷 2 期发表 《关于中国通史

简编》，依据 《联共党史》以能自由屠杀与否来判定奴隶与农奴。他以为

周代不能屠杀农业生产者，来拱卫其西周封建说。1951 年 6 月 17 日，郭

沫若写 《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》，提供周代大规模杀人的文献依据，加以

辩驳。他除了坚持周代农民可以被大规模屠杀外，进一步依据斯大林在
《列宁主义》中的观点，把任意屠杀和自由买卖作为判断农业劳动者是否

为奴隶的标准。郭沫若引证材料表明，周代农业生产者是可以杀戮和买卖

的，为其西周和春秋奴隶说再行坐实。可见，这个例子说明，郭沫若了解

更多关于 “黑劳士”的知识，为与周代奴隶相比较提供了参照，发现周代

奴隶特征不仅可以屠杀并且可以买卖，无疑得益于他跟学界的商榷。

( 四) 逐步清算自己的错误

1944 年 7 月 18 日写 《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》，对自己以往的古史研究

进行系统反思。他说: “我首先要谴责自己。我在一九三〇年发表了 《中

国古代社会研究》那一本书，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，实在是太草率，太

性急了。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，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

深刻的影响。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的错误，有的则沿用着我错误的征引而

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，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。这个

责任，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，我想是应该的，也是颇合时宜的。”② 其自我

批判，包括批判古代研究上的资料使用和具体认识问题，具体不详述。

1947 年 4 月 10 日，他为 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写 《后记》，其中道:

“我用的方法是正确的，但是在史料的鉴别上每每沿用旧说，没有把时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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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划清楚，因而便夹杂了许多错误而且混沌。隔了十几年，我自己的研究
更深入了一些，见解也更纯熟了一些，好些错误已由我自己纠正。那些纠
正散见于 《卜辞通纂》《两周金文辞大系》《青铜时代》《十批判书》等书
里面，尤其是 《十批判书》中的 《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》那一篇。”①

他在 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的 1954 年新版引言中说: “本书的再度改
排是着重在它的历史意义上。这是 ‘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’

的草创时期的东西，它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机构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上

虽然贡献了一些新的见解，但主要由于材料的时代性未能划分清楚，却草

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。这些本质上的错误，二十几年来我在逐步地
加以清算。”② 他还说: “二十多年来我自己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好几次，差
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。”③ “期待着我自己的错误会有
彻底清算干净的一天。”④

不断自我反思促使其古史研究走向成熟。1930 年 《中国古代社会研
究》，他把殷代定为原始社会，西周为奴隶制，春秋开始封建制。1947 年
3 月 27 日，他给 《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》作 “后案”，关于奴隶制
分期的观点变为 “殷代与西周在生产方式与文化水准上并无多大区别。殷
代确已使用 ‘众人’作大规模之农耕。原始社会的破坏当在殷代之前。”⑤

1952 年出版的 《奴隶制时代》把奴隶制下限定在春秋战国之交。

总之，郭沫若继承罗振玉、王国维的小学和史学相结合的治学路数，

加以唯物史观的统御，把历史学做成科学。他成功使用传世文献、考古材
料和民族学材料三重证据法研究中国古代史，并依据独特视角提出一系列

独断之言。他创立这种新的史学范式，经过其后学不断努力，一直在中国
大陆居于主导地位，在中国史学史上将彪炳千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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